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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传统思想资源①

———以湖湘文化为切入点

彭平一，管桂翠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中华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尤其是湖湘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格对毛泽

东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形成的理论渊源与湖湘文化中经世

致用的传统、“圣贤豪杰之特质”、“恃己”和“贵我”观是分不开的。以湖湘文化为研究切入点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进行新的解读，可以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视野，对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域文化特征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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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

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

自主”［１］４０－４７。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毛泽东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以前，在湖南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近代湖湘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思想风格自然对他产生了深刻

影响。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圣贤豪杰特质”和“恃己”、“贵我”观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与思维习

惯，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形成提供了传统的思想资源。以近代湖湘文化为切入点对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进行新的解读，可以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视野，对探求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重要价值。

一　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传统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出自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

称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经学家颜师古训“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

也”［２］９７９。它原本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强调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实事求是

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但是湖湘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思想风格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

深远影响，特别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传统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由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命题改造成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命题提供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两宋以来，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反对理学空谈心性命理弊端的学派也随之兴起。到明清之际经世

致用之学形成高潮。清前期，乾嘉考据学兴起与宋明理学形成了对立。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考

据学与理学都有脱离实际的弊端，试图克服两者的弊端，从而使经学致用之学再次兴盛。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形成了湖湘学派的经世思潮。而这一经世思潮是以岳麓书院为重要的思想阵地。从康乾到道咸年

间，岳麓书院都以经世致用为其学风特征，从而为湖湘人才群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湖湘几大人才群体

都是以经世致用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同时，明清时期的一些湖湘学子试图在考据学与理学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以挽救理学颓废的命运。

王船山主张“理在气中”、“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注重现实实际的经世理念。他认为“万物

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船山的“即事穷理”、“即物

穷理”，为“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供了哲学基础，本身就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到晚清，曾国藩

针对考据学兴起，理学地位下降的学术状况，对“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

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的现象颇为不满。他基于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对

“实事求是”做出了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

所称即物穷理者乎？”［３］１６６这样，曾国藩就明确地将汉学家主张的“实事求是”中的“事”，说成就是宋学

家主张的“即物穷理”中的“物”；将汉学家说的“是”说成宋学家讲的“理”，这就不仅将“实事求是”与

“即物穷理”这两个命题统一起来，而且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为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

论的命题。曾国藩的这一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湖湘学人经常使用实事求是来表达认识论意义，

并且将“实事求是”与西学联系起来。如郭嵩焘在对西方学术文化进行了比较多的了解后，指出“实事

求是，西洋之本”［４］７３１，并认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４］７６６曾

国藩的儿子，郭嵩焘外交事业的继承者曾纪泽也主张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应该多

学习“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５］１２９。他们都主张强国必须学习西方“讲求实学”，从而赋予

“实事求是”以时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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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对船山之学“用心尤多”，并注重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他非常赞同曾国藩将“实事求是”与

“即物穷理”统一起来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

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证于今，但求证于文字而不求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６］９０因此，他主张“学者务

积功于实事实物”［７］２４，强调“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

言”［７］３６５。可以说，杨昌济作为２０世纪前期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
的传统，并将其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结合，使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具有更多的近代色彩。

青年毛泽东较多接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以及五四前后在长沙任

教期间。毛泽东就读的第一师范的前身为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与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都是湖湘文化的

重镇，亦是湖湘经世之学集散之地。在岳麓书院讲堂入口处就悬有“实事求是”的匾额；城南书院后相

继改为湖南师范馆和湖南第一师范，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

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８］１２这种文化氛围深深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

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受杨昌济的影响最深。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

中，青年毛泽东写道：“学皆起于实践”，“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

实行之义务”［９］１１６－２７５。与杨昌济一样，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杨昌济于１９１４年
曾在当时的《公言》杂志上寄语学子：“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

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

宙之大势。”［７］１９９青年毛泽东受此影响很深，在后来出国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

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９］４７４而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在《讲

堂录》中记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

已。”［９］５８７正是因为杨昌济的影响，也是由于湖南士人历来有“游学”的传统，青年毛泽东也经常运用“游

学”的方式深入农村进行调查。１９１７年７月中旬到８月１６日，他利用暑假时间同肖子升步行漫游长

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５县，行程９００余里，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这种重视实践，深
入调查研究的习惯，正是湖湘文化注重实际、求真务实文化性格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摈弃了湖湘经世之学中唯心主义的因素，保存了其中重视实践、求

真务实的文化特征，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逐渐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并

用“实事求是”加以概括，从而完成了“实事求是”由一个中国传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命题向马克思主

义思想路线命题转变的过程。

二　群众路线与“圣贤豪杰之特质”
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坚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

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与湖湘文化所强调的“圣贤豪杰之特

质”具有密切联系。

杨昌济提出“圣贤豪杰之特质”［１０］１２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嬗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圣人”，在这种人格结构中，“圣人的政治意义不仅是在

伦理和政治上为人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且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实现政治理想的重任”［６］４４。但是，这

种理想人格在实践中有矛盾，“即圣与王在价值目标、行为规范和实现的现实途径上都是根本对立

的”［１１］４３，因此圣人难免被普通民众所否定，然而英雄豪杰却在民间得到推崇。明末清初，黄宗羲明确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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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豪杰”的内涵，他说：“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他强调的豪杰精神是一种

“创造性的文化精神”［１２］３３５。湖湘文化中主张“圣贤救世”的英雄史观与“重视小民”，是对中国传统理

想人格的辩证性发展，虽然二者在哲学基础上都是唯心主义，但是湖湘文化赋予了“圣贤豪杰”新的含

义，更接地气，不再那么抽象。王船山在《俟解》中首次提出以“德”和“业”标准区分“圣贤”与“豪杰”。

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１３］

魏源并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人才层次观：“有大贤，有中贤，有小贤；小贤君役，中贤君弼，大

贤君师。”

杨昌济认为“圣贤”应当非常注重“合群”奋斗的群众基础。杨昌济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

贤以自强。圣也者，积众贤而成者也；贤也者，积众人而成者也；人也者，积众物而成者也。积门人悦服

之诚，而成硕儒之众望；积三军技击之勇，而成大将之威名；积匠人斧削之勤，而成工师之杰构。不谋之

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７］２３虽然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

可以看出杨昌济认为圣贤豪杰必须要“积众”，要有团结下层人民大众（“蓄力于小民”）的思想，并且他

不认为圣贤豪杰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而主要是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而成的。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期，杨昌

济给“合群”奋斗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当筑室

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此时杨师认为做大事业要充分依靠和发动最底层社会最广大的

“劳动大众”，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杨昌济正是以这种“圣贤豪杰之特质”来教育自己的学生，尤其对毛泽东特别关注。１９１５年４月５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

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麦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

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

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

也。”［６］１６９杨昌济详细记录了毛泽东的家庭背景、个人履历，“慧眼识英才”的杨师期望毛泽东能成为像

曾国藩和梁启超那样的军事家、政治家。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

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

毛泽东求学期间，受杨昌济提出 “国民之根本思想”的改造思想的教育和启迪，便开始寻找规律，在

实践的基础上探究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在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原理》课期间，毛泽东写下

１２０００余字《批注》。在《批注》中处处显现出毛泽东追求真理、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探究救国救民道路

的精神。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强调圣贤救世时，首先应该“救小人”，指出“小
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毛泽东认为“自克之力甚薄”，一定“欲

借外界以为策励”。１９１８年４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建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指出：
“则诸大人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

会乃从此产生了。”［１４］２毕业之后，毛泽东秉承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中探寻救

国救民的道路。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国家到了

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

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

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唯有民众的力量最强”，只有“民众大联合”，才可以打破“九重监狱，重见青

天”。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也高度评价了民众在湖南自
治运动中的作用。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摒弃了“英雄史观”，对湖湘文化中“圣贤豪杰之特质”中“合

群”的思想进行了扬弃，实事求是，注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他自己的群众路线观。

４



第１７卷 彭平一，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传统思想资源

三　独立自主与“恃己”和“贵我”观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湖湘文化中的“恃己”和“贵

我”观，主要指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勤奋努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湖湘文

化中“恃己”和“贵我”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恃己”和“贵我”观形成于湖湘文化的两大渊源之中，第一个是中原儒家文化，主要是宋代理学；第

二个是湖南本土文化。林增平主张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形成近代湖湘文化。他认为经过移

民让湖南省人口素质得到了更新，使得湖南形成了一种放纵不羁、讲血性赤诚的乡俗民风。实际上，在

此前，湖湘文化中的放纵不羁、任侠独行的习气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本土文化的影响早在这两次大移民

前就已经有了，那就是源于商周时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荆楚文化。湖南在唐以前基本上是南蛮之

地，民风本来就以强韧、狂悍著称；同时，湖南在唐以前也是中原王朝贬谪官员放逐之地，也是失意政客

和文人流浪之地，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唐朝的柳宗元等，都在湖南留下了他们的失意辞赋。这种南

蛮民风与贬谪失意文化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形成恃己傲世、特立独行的士气和民风。

王船山明确提出“恃己”、自立的主张。他认为：“恃人者，不败足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邻，修

德者不恃邻；学必会友，为学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创业者不恃助”，“而所恃者，终在己也”［１５］３８７。曾国藩

继承了王船山“恃己”、自立的思想，十分强调人的独立性。曾国藩曾说：“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

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１６］６１１２他在研究

“自强之道”的洋务运动中，指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

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１７］７４８谭嗣同也提出“天下自乱而我自知”的主张，强调人要

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要独立发展。尤其是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进一步阐发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的

思想，说：“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

目前（通今）。”

近代湖湘文化中的 “恃己”与“贵我”观，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颇深，不论是读书还是做事，毛泽东认

为都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养成“恃己”和自立的品格，并培养自己积极进取，自强不息、自力更生

的奋斗精神。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主张：“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

隙也，故日怠惰者，生之坟墓。”［９］５８５在读书治学中毛泽东提出“学宜自造”，不盲从他人。１９１３年，在《讲

堂录》中，毛泽东写道：“有独立心，是为豪杰”，“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惟我”。《伦理

学原理》批注中他写道：“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

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

也。”［９］２１９－２２０可见，毛泽东对敢于拼搏、敢于斗争的古之勇者的英雄气概是非常赞扬的。他还指出人的

刚强意志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磨练和考验，自力更生，努力奋斗形成的。１９１７至１９１８

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又阐述了“贵我”的思想，他说：“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今

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

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

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９］２３１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

早期思想中的“贵我”与湖湘文化其他代表人物的“恃己”观一样，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虽然唯

意志论在中国近代具有不可否认的革命意义，但它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不可避免地具有它自

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它在强调个体意志自由的同时，完全否认了客观必然性。”［１８］１００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摈弃了原来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将“恃己”与“贵我”观的内核与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本国力量，依

靠本国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将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恃己”和自立的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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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最终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

四　结　语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传统、“圣贤豪杰之特质”、“恃己”和“贵我”观，深刻并直接影响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的形成，但这只是理论养料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

论。但是也不可否认，以湖湘文化为研究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进行理论渊源的分析，有助于扩

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域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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